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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是否应该制定一部民法典以摆脱当时德国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势，萨维尼与蒂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蒂堡强烈主张制定一部民法典，但萨维尼持反对态度。蒂堡与萨维尼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对立。作为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将民族性与科学性视为法的双重生命，将罗马法视为融会民族精神与法律科学的典范形式，主张通过复兴罗马法提升德国的法律科学水平，为德国立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性条件。考察萨维尼对法的二重性规定及其对罗马法的复兴路径，一方面可以揭示民族精神转化为历史科学的可能路径，另一方面，以萨维尼对罗马法的复兴路径为参照，也可以进一步分析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如何将事实性考察与规范性考察统一于其历史主义根基的，进而处理长期以来关于“两个马克思形象”的历史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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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a civil code should be designed to break out of the divid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Germany at that time, had been the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debate between Friedrich Carl von Sevigny and Anton Friedrich Justus Thibaut. Thibaut strongly advocated for a civil code, while Sevigny disagreed.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Thibaut and Sevigny reflect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historicism. As a representative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Die historische Rechtsschule), Savigny views n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ity as the double concepts of law. He considers Roman Law as a canonical form of integrating national character (Volksgeist) with legislation; advocat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oman Law for improving German legislation, and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Examining Savigny's double concepts theory and his examination of the revival of Roman Law, could reveal the possible pathway of national character converting into historicism; and also further analyzes how Karl Marx's social theory unifies factual and normaliz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ir historicist foundation, referencing Savigny's revival of Roman Law, solving the divergence on "The Two Marx" in the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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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维尼—蒂堡之争的产生背景
随着1813年拿破仑在军事上的失利，政治上法国独霸欧洲的局面也随之终结，德国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先前在德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的《拿破仑法典》开始不断为德国法学家所诟病；同时，由于德国长期分裂，各地区间法律的不统一使得德国统一难以实现。在当时高涨的民族情绪下，有人建议参照《法国民法典》编纂新的德国民法典，也有人建议德国直接采用奥地利于1811颁布的民法典。
1814年，德国保守派政治学家奥古斯特·威廉·雷贝格发表《拿破仑法典及其引进到德国的问题》，将保守主义与民族自尊相结合，抨击以上观点，反对继续在德国推行《拿破仑法典》，同时反对在德国编纂新法典，他认为，“德国与法国不同，不存在一场需要通过法典编篡来纠正的革命，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制定法典无异于在市民关系领域人为地发动一场革命”
。针对这篇文章，海德堡大学民法教授蒂堡先是在《海德堡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反对雷贝格认为德国不需要编纂法典的观点，同年又发表《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再一次驳斥雷贝格的观点的同时，详细阐述了通过编纂民法典来统一德国各地存在差异的私法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蒂堡认为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的原因之一在于各地的法律存在差异，在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罗马法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而德国各地的法律又十分混乱；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促进德国的统一，“这样一个法典会把德意志各邦的居民团结在一起，即使政治上它们还命定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针对蒂堡的文章，萨维尼发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批判蒂堡的观点与当时德国的三部新法典，认为编纂新法典不符合当时德国现状，并主张复兴罗马法；同时，萨维尼在这本书中表达了自己的一系列法学观点，提出民族精神说，使之成为了历史法学派的纲领性文件。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在1814年第一次出版之后，又于1816年重印、1828年再版，可见此书产生于蒂堡与萨维尼的论战，但其影响却不限于这场论战。尤其是萨维尼所创立的历史法学派，虽然由于其保守主义的立场在一般意义上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但是，萨维尼与其开创的历史法学派在法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有人称萨维尼为“法学的康德”
，近年来，更有人称历史法学派是“未被认识到而且未获承认的精神遗产”
。本文着眼于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将民族精神与法律科学相联系法的双重生命理论，分析法的双重生命与萨维尼反对制定新法典、复兴罗马法的主张的哲学意味，分析其中所体现的历史主义原则与方法的进步性，并反过来通过对历史主义理论的认识来分析萨维尼思想在理论根源上的保守主义必然性。
   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成书于他于蒂堡的论战之中，直接针对蒂堡《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所以，若想准确理解萨维尼的观点，就必须了解萨维尼所针对的“靶子”——蒂堡在《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中的主张及理由。蒂堡在该文中，主张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涵盖私法、刑法和诉讼法的民法典，并认为这样一部统一的法典能够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上统一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打破由于各地区不一致的法律所形成的壁垒，为最终形成政治共同体、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奠定基础。此外，在法学上，蒂堡认为当时德国的法学专注于对法语文学和历史学的考察，却不清楚法学应当反应的民众诉求与立法的严肃性，变得是非不清、麻木不仁：制定法典，可以发展“真正的法学”，统一德国法学家的研究对象到法典上来，终止德国法学的混乱局面，并且一部通用的法典可以联系理论和实践，对于法学教育有着积极作用，学院派的法学家可以参与到法律实践中来，而法学的学习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到直接经验。最后，蒂堡还认为，“这样一部简单明了的法典对于整个德国而言可以称得上是‘上天的最美好的礼物’，民法的统一有助于德国人之间永远保持一种‘兄弟般的相同感’(ein bruderlicher gleicher sinn)，会产生相同的习俗和习惯，这种相同性对人民友爱(Völkerliebe)和人民忠诚(Völkertreue)有着奇妙的影响。否则，各种法律之间就会存在冲突，使臣属的生活处于不安定、变动不居的混乱状态。”

由上可见，蒂堡的观点是18世纪所流行的理性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体现。在立法实践上，他主张仿照《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建立一部统一的德国的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是以自然法学派的基本立场为基础的。自然法学派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自然法，自然法包含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制定法典，就是将普遍的自然法以实在法的形式体现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在立法本意上，他认为当时德国虽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是仍然可以通过“举国一致”的努力，将自然法以民法典的形式确定下来。由此一来，德国的民法典就从自然法中继承了普遍性，可以超越德国各地区法律的特殊性，为整个德意志民族所认识。在一个方面上，蒂堡认为立法的过程是可以复制的——在法国得到拥护的《拿破仑法典》的立法过程可以被复制到德国来，德国可以采用相同的方式、相同的立场制定德国的民法典；在另一个方面上，蒂堡认为只要将法典制定下来，理性能够使人认识到法典中所蕴含的自然法的普遍性，进而去拥戴这一法典、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上践行这一法典。
蒂堡的这种观点，反映了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到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绝对存在，自然法就是这种绝对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理性主义具体表现在法学上体现为以制定法律为主导的建构理性主义——法的制定是对“形式正义”的实现，这种“形式正义”是可以复制的，具体体现为法律内在的自洽的标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蕴含于蒂堡的立场之中的，是他的理论前提。

 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及其与蒂堡的分歧
在开始对萨维尼于《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对蒂堡的批判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萨维尼虽然在立场上于蒂堡不同，但是两人的理想是相同的。后人将蒂堡理想表述为“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法律”
，可以说萨维尼是赞同这一理想的，“我们所追求的目的乃是一致的：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坚实的法律制度，以抵御专擅与伪善兮兮对我们的伤害；再者，我们都寻求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专心致志于秉持同一目标的科学研究”
，萨维尼甚至在1828年《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再版之际，在“第二版序言”中称蒂堡的主张是“爱国者的建言”。萨维尼所反对的是蒂堡在立法实践上以《拿破仑法典》为蓝本、编纂民法典以统一德国各地区法律的主张，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尚不能支持制定一部新法典。为此他论述了法的民族属性和双重生命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表现了萨维尼在对法的源起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与蒂堡的观点相左。
萨维尼认为法律与“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
相同，是为特定民族所有的，并且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不可分割的禀赋和取向”
。法律存在于“民族意识”中，自然地在民族生活中产生，体现着民族性格。生活中对各种关系和具体情境的认知经过抽象成为“书面和口头相传的规则”
，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确定的外在形式的法律。而且“法律与民族的存在和性格是有机联系的”
，在这里萨维尼再次将法律与语言做对比来进行说明：“对于法律来说，一如语言，并无绝然断裂的时刻；如同民族之存在和性格中的其他的一般性取向一般，法律亦同样受制于此运动和发展。此种发展，如同其最为始初的情形，循随同一内在必然性规律。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这样，在萨维尼的表述中，法律是具有生命的，这种生命植根于法所属的民族的生命中；同时这种联系是有机的，特定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产生特定的习惯，这些习惯进一步演变成习惯法。由此可见，萨维尼认为习惯法是法律的起源，这与蒂堡将自然法视为法的起源是不相容的；同时萨维尼也并未止步于此，他又进一步论证了法律是如何从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萨维尼指出，法律作为民族性格的体现最初以习惯法的形式存在于民族意识中，随着民族发展，习惯法中纷繁的细节使得人们难以把握民族意识。这时，法学家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开始在法律的发展中发挥作用，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将习惯法发展成“独特的科学存在”
——萨维尼将这称为法律的“技术因素”，而解释了法的源起的法律与民族之间的有机联系则是法律的“政治因素”。结合萨维尼对法律具有生命的表述，我们看到法律的生命是双重性的，并且这种双重生命内部是有层次的，“首先，法律是社会存在整体中的一部分，并始终为其一部分；其次，法律乃是掌握于法学家之手的独立知识分支”
。
法的双重生命理论，沟通了法的民族性格与法的科学属性。在法的起源这一问题上，法的双重生命给出了与蒂堡所属的自然法学派完全不同的回答——法律起源于民族的生活。民族的生活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法学也就是一门历史科学，法学的科学属性只有以历史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进一步地，立法也必须以民族的发展这一历史过程本身为基础，在充分理解民族的历史、把握民族性格的基础上所立的法律才是具有生命力的。蒂堡企图通过制定法的方式对民族生活进行概括和规定，为实现国家统一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上奠定基础，这仅仅是对想象中的民族生活的描绘，无法成为制定法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也是是缺乏生命力的、无法在现实的民族生活中得到认可和实践。这样的法典甚至会因为对民族的考察不够全面而排除民族的一部分，“这一法典只能给予德国以其所渴求的一半的统一与团结，而用比以前更为醒目的分界线，将另一半分割开来”
。自然法学派的方法——通过具有普遍性的自然法赋予实在法以普遍性——是失败的：自然法的普遍性是是脱离了民族的历史的抽象的普遍性，只体现了法的科学属性而未体现民族性格，故通过抽象的自然法原则制定的法典也是不具有普遍性的，并不能超越德国各地区现存法律的特殊性。
在萨维尼看来，当时的德国的立法的技术因素不够成熟，无法以法学的方式对民族性格进行把握。一方面，德国整个18世纪未曾出现伟大的法学家，当时的法学家虽然民族热情高涨，但缺乏制定富有生命力的民法典的能力；另一方面，德国本身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学体系，对法的科学研究尚不深入，制定法典所需要的指导原则和学术方法并不成熟，同时当时的德语并不适合作为法律语言，不符合制定法典所使用的精密法律语言的需要。萨维尼同样评论了当时被认为可以在制定法典过程中参考的三部新法典—— 《普鲁士通用邦法》（1794）、《拿破仑法典》（1804）和《奥地利民法典》（1811）：这三部法典并不完备，它们的参考价值值得怀疑；如果参考它们制定德国的民法典，反而有可能继承它们的缺陷，并丧失建立独立的德国法学体系的机会。
通过法的双重生命理论，萨维尼分析了蒂堡编纂法典主张的不可行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编纂法典不符合当时德国的实际，号召法学家们投身于德国法学理论的建设中来。萨维尼认为当今德国各地区实行不同的法律的混乱现状掩盖了德意志民族在其早期的发展中形成民族的共同意识，为了突破这种障碍，他转向研究罗马法，并将罗马法视为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佳范例。
在当时的德国，一方面德国人视自己为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的后裔，罗马法被视为自身辉煌历史的例证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罗马法又被视为外来的法律，是外族人——罗马人以外族语言——拉丁文写成的，不同于日耳曼本民族的习惯法和教会法。换言之，在罗马法的原则深刻地影响着德国各地区的法律实践的同时，罗马法本身又被诟病难以准确把握、不符合德意志民族实际。对这种现象，蒂堡在他的文章中进行了概括“我们的本族法整体上是一团混乱，它们的规定互相矛盾、彼此否定、五花八门，这造成了德意志人之间的相互隔阂，并且使得法官与律师之间不可能对于法律有细致的认识”
，在这里，“本族法”指德国的各地区所施行的以罗马法的原则和方法订立的法律，蒂堡认为罗马法本身“永远无法被清晰化和确定化”
，这一点使得它不符合德国现实，所以应制定一部新的统一民法典来祛除德国现行法律中的罗马法因素。
萨维尼的立场则与蒂堡截然不同，他从自己法的民族性格与双重生命理论出发，肯定了罗马法法学上的价值，并主张复兴罗马法。他首先引用了罗马法倡导者从直觉角度对罗马法的赞扬——“以其特有的纯净形式，蕴含了永恒的争议规则，因而赋予自身以自然法的并行，而其具有的实际的惩罚功能，则又使其具备实在法的功能……以至于无需具备任何法律教养，仅具平常之良好感觉，即可体认”
，然后进一步分析罗马法何以成为法律的典范。在政治因素方面，罗马法如同习惯法，产生于民族发展的历史，罗马法学家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活动是同一于民族的发展历史的，“他们的理论是构建来即刻加以适用的，而他们的实践则因为秉受科学的洗礼而全然升华的”
；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上，“每一条原理原则都可以适用于实际的案件，而每一个案件也都可以根据法律规则进行裁判”；同时，罗马法又饱含一个伟大民族自我实现的愿望，体现了民族性格。在技术因素方面，罗马法学家们对法学基本原理原则掌握扎实、理解深刻，并使用拉丁文中适合法学使用的技术性语言进行法学研究，使得罗马法的概念严谨、明确；由此，罗马法学家们在实践中，可以对他们的对象“进行最为认真而精审的省察”
，而这又进一步深化了罗马法的法学研究，“我们看到，全部的关系在我们的眼前渐次形成、修葺和完善。似乎正是以此案件作为出发点，整个制度遂得铺展、网罗开来”。如上文所说，罗马法的形成是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同一，而不是简单的在某一时间点上通过立法实现的，罗马法所体现的是贯穿于民族发展历史的法律原则。
在这一点上，蒂堡仅仅看到了罗马法的具体内容因为其涵盖内容广泛而显得混乱、确定性不强，却没有看到罗马法的原则相比民族生活的其他方面更一般地显示了民族性格、成为民族的共同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法律原则作为理论，产生于罗马法学家的法律实践：认识产生于实践，是罗马法学家们对本民族法律实践的经验性总结；认识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罗马法学家们将自己在本民族法律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性认识放回到法律实践中，对错误的认识进行修正、用正确的认识推进法律实践的发展；正确认识在经过罗马法学家们法学理论的整理后，成为法律原则，作为理论的具体形式蕴含于罗马法之中。这样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法律原则建构过程贯穿罗马法发展的历史之中，使得罗马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同时这一过程在构建罗马法的同时，也构建了罗马法学家的法学理论体系、使拉丁文具有技术语言的功能，从技术因素的角度促进了罗马法的发展。萨维尼认为这一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过程使得“罗马法中的概念与公理，决非任意妄断的产物，实为真实之存在，经由长期而精深的探求，罗马法学家们洞悉其存在与谱系”
，而这对于当时的德国法学界是难能可贵的，复兴罗马法，就是在当时的德国将罗马法作为法学的范例，提升与发展当时的德国法学。
萨维尼复兴罗马法的主张，相对于蒂堡所制定德国法典的主张，似乎显得更加具有可行性。从萨维尼的视角看，蒂堡的理性主义法学观点是“反历史”的，因为他认为法律是脱离历史的“无机物”，忽略了法律与现实、与具体的民族生活的关系。而萨维尼复兴罗马法的主张，一方面认识到了当时德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罗马法渊源；另一方面认识到了罗马法在法学思想上的先进性。复兴罗马法，一方面是以德意志民族的共同意识为基础、用罗马法方法建立德国的体系化法律；另一方面开是为德国法学研究开辟新的路径，提高德国法学的研究水平，为日后订立德国的民法典创造条件。萨维尼本人也将其余生投入到对罗马法的研究中去。他在1815年-1831年出版了6卷本《中世纪罗马史》，考察了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罗马法发展动向，对整个中世纪罗马法的发展进行了文献史研究。在这套书中，萨维尼第一次将法学解释学与法学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发挥了其法的双重生命理论。随后，萨维尼又在1840-1849年出版了8卷本《现代罗马法体系》，将罗马法渊源的“体系性”与“历史性”结合在一起，将现实的法律事实与体系化的法学相结合，具体阐释了“一般法学原理”的内涵，其中很多理论对当今的法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萨维尼历史法学的历史主义特征
萨维尼的法学理论与主张，貌似针对于蒂堡的立法主张，但其本身的意义却不仅于此。实际上，萨维尼所创立的历史法学派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法学发展，以此阻止了德国的民法典“早产”于19世纪初，令德国法学真正成长起来，使德国有能力在政治上得到统一后编纂法典。历史法学派的影响也是世界性的，相当多其他国家的著名法学家，要么视自己为历史法学派一员，将萨维尼思想引进自己的国家或是直接萨维尼的作品翻译成本国文字，要么明确表示自己的思想受到了历史法学派观点的影响；甚至说在150年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进化的法律观仍然体现着历史法学派的观点。我认为，萨维尼的主张与理论的巨大影响力，来源于其历史主义原则。
萨维尼的法学理论与主张，体现了历史主义原则，其理论内部的高度自洽性使得它成为了一套严密的历史主义理论。萨维尼在理论上主要观点——法的双重生命理论——体现了历史主义原则。在法的双重生命理论看来，法“如同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一样，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物；法属于民族，是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法的生命就通过这种民族性得到体现，“法律乃是特定的民族的特定精神的产物”。而这种民族性并非某个时间点上的，而是蕴含在民族的历史中的，“在此代际与时代之间，可以想象，既非绝对的中介，亦非绝对的开始，而仅仅是连续不断的发展”
。这种认识是与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的法学观是不同的，理性主义的法学观认为民族性这类的属性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作为法的强制性与正当性来源，所以理性主义法学要么将人权、自由、民主、理性等抽象概念作为法的基础，要么将法的规范体系作为理性的具体形式来论证法的来源。萨维尼法的民族性就是历史性，民族性体现在民族生活中，而民族生活不是一种客观的、确定的无机存在，而是一种有机的现象，其本质是随时间变化、发展的历史。而历史主义自从产生起开始就面临着相对性与确定性的矛盾，“历史主义作为一种与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相区别的一种方法，它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将一切都看作使暂时的和相对的；而同时历史主义的根本目标却又是为了要把握整体历史的客观性和确定性”
，将法定义为历史性的法的双重生命理论同样面临着这对矛盾。法只能确定在特殊的民族的历史上，那么法的客观性与确定性该如何把握？对此，萨维尼法的双重生命理论中同样强调法是相对于民族意识其他方面的、独立的科学性存在。民族对法的掌握是通过法学家进行的，法学家通过科学的语言和科学的方法把握民族共同意识中的法，法学家通过对法的掌握代表民族。由此，萨维尼赋予了法独立的科学性，使得抽象、普遍的法学得以存在。法是对特殊的民族的共同意识的把握，而法学是对法的抽象把握，其对象是法本身，这样法学就具有了普遍性。尽管法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相对的，而法的形式与规律是客观的、确定的。法的双重生命理论对法的双重性的解释是创造性的：一方面为法寻找了历史的、民族的根基，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将法庸俗化，避免了使法丧失独立性而消融于民族的日常生活中。
萨维尼从法的双重生命理论出发，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罗马法的典范地位，并进一步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复兴罗马法。萨维尼认为，复兴罗马法需要当时的法学家保持“历史意识”的自觉、以激活罗马法的“文本生命”，并认识到自身的使命。首先，罗马法是体现罗马的民族性的，而罗马的民族性也是在罗马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体现出来的，罗马法的背后是民族的特定历史背景。“法律是在特定时代赋予特定民族的，为了解释法律所蕴含的思想，必须了解这些历史规定性。只有通过对制定法律的那个时期进行历史考察才能阐释的历史规定性。”
所以，理解罗马法、复兴罗马法、学习罗马法所离不开的是对罗马的历史的把握，必须从罗马发展历史来把握罗马法，这就是需要在复兴罗马的过程中保持“历史意识”。其次，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由于罗马已经没落，当时的法学家已经无法从现实中认识罗马法了，认识罗马法只能通过对罗马法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典籍、手稿、笔记等文本进行研究。阅读罗马法相关的文本，所要学习的是罗马法表现民族的共同意识的方法——即法学的概念、原理与方法论。对于这些文本，“它们不应只是被当作死文字留存于学校中，而应予以复活。我们在它们的精神照拂下阅读和思考，就像在我们所激赏之任何作者的精神里一样。我们让自己熟悉它们的思想模式，浸淫其中，似乎是在按照它们的风格、据它们的原理而写作，从而涵泳其真正的精神，继续其未竟的事业”
。最后，由于法的双重生命理论中的技术因素是被法学家所把握的，只有法学家能够通过法的科学性、以法的方式来表现民族的共同意识，所以萨维尼敦促法学家们担当起自己的使命，在自己的研究中实现法在当下的具体要求，推动法律对民族的共同意识的表现。相比古典时代的法学家，当时德国的法学家的任务更为艰巨：一方面，与古典社会各种因素高度融合不同，在当时政治、伦理、宗教等诸因素已经开始分化并各自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来，法学家把握社会、把握民族的共同意识更为困难；另一方面，德国的法学技术尚不成熟，法学家缺乏技术来对法律进行研究，缺乏语言对法律进行精准地表述。换言之，当时的德国缺乏“历史的自觉”，尚不能能动地将民族历史发展以理论的形式表述出来。所以，法学家应具有两种素养：“法学家必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之素养，此即历史素养，以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

在萨维尼眼中，罗马法是一部完整的法学标本——标本虽然丧失了生命力，但是却保留其生前的全部结构，这些结构反映了它生命力的来源，而文本是这具标本的具体形式。复兴罗马法就是在解剖这具标本，对罗马法文本研究是解剖的具体方法，自觉的历史意识是研究解剖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的必备素质。通过文本研究我们获得的仅仅是具有罗马法特殊性的理论，这些理论不具有普遍性、无法直接被运用到当下，法学家们只有进一步在罗马法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这些理论——即在研究中保持“历史意识”的自觉——才能够得到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与理论，并认识到自身的使命。萨维尼对复兴罗马法提出来的三种要求，是一整套历史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这一点与萨维尼法的双重生命理论相呼应，使得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法学观点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开创性：一方面，以是否具有生命力来评价法，这种有机的评价体系是对理性主义法学下无机的评价体系的超越；另一方面，以历史主义观点来研究法，为法学研究开辟了不同于当时理性主义法学的研究道路。
   法的双重生命理论作为一种历史主义，在对法的评价过渡到法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统一了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事实性考察维度与规范性评价维度，这一点是理性主义所无法做到的。在理性主义的理论框架下，事实性考察与规范性评价是两个不相关的维度，弥合这两个维度的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对普遍原则的认可就使得人们要依据自然的或者理性的秩序，来评判现存的秩序或者是此时此地现有的一切”
。历史主义则否定抽象的原则的普遍性，不再关注理性是如何认识普遍原则或是成为普遍原则本身的，而是考察普遍的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在历史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规范性评价不能离开历史背景，规范性的理论只能在其所存在的具体的历史中才能够得到解释和实现，普遍原则的把握也无法脱离对具体历史的事实性考察。理性主义将抽象的原则的普遍性作为规范性评价结果客观性的来源，历史主义在否定抽象的原则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否定了这种客观性，历史主义的规范性评价的客观性在于其事实性考察的对象——历史条件的客观性。
但是，历史条件虽然具有客观性，但是由于其具有不断发展的特点，却不具备确定性。如上文所言，这就是历史主义的相对性与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萨维尼在法的双重生命理论中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不彻底的，这也使得萨维尼的理论必然呈现出一种保守主义的样貌。萨维尼对罗马法进行规范性评价的对象是罗马法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是一段既定历史的现存形式——“既定”意味着这段特殊的历史是确定的——那么，他对罗马法作出的规范性评价就是具有确定性根基的，是无可置疑的。而当他将规范性评价的目光投向其所在的时代的法律时，他所面对的是发展中的历史——在这里，新的因素不断涌现，其确定性是缺失的——所以此时他的规范性评价在本质上是相对主义的；而在实际中，法所反映的民族的共同意识必然是现存的、在先前的历史中形成的，这使得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也使得萨维尼的主张具有保守主义的特征。总的来说，历史主义通过历史性将事实性考察和规范性评价纳入到同一个过程中，在事实性考察的基础上进行规范性评价。这一点就是萨维尼的历史主义的缺陷所在：萨维尼的法的双重生命理论仅仅是一种机械决定论而非历史决定论，它对当下的历史的认识仅仅是现存的社会现实，而非不断发展、不断产生新事物的历史本身；法的双重生命理论仅仅是对现存的社会存在的概括方法，却不具备批判现存社会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性功能。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批判的内容——即历史法学派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就是根源于这种缺陷的。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以胡果为对象，批评历史法学派是一种“庸俗的怀疑主义”，因为“它对思想傲慢无礼，对显而易见的东西却无比谦卑顺从，只有在扼杀实证事物的精神时才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智慧，目的是为了占有作为残渣的纯粹实证的事物，并在这种动物状态中感到舒适惬意”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站在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的层次，进一步揭示了历史法学派的腐朽与野蛮：“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正像以色列人的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历史对这一学派也只是显示了自己的后背［a posteriori］，因此，这个历史法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杜撰，那就是它杜撰了德国历史。”


 “历史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可能意义
在上文，我们较为详细地展示了萨维尼关于法的双重生命理论的历史主义原则与方法。萨维尼用历史主义否定理性主义的法源观点，提出新的民族主义法源理论，并弥合了对法的事实性考察与规范性评价两种考查方式，开辟了历史主义的法学研究道路。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是我们在马克思研究中可资借鉴的，历史主义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规范性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被概括成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一种价值理论，其中包含的事实性考察仅仅是规范性理论的背景。这种观点兴起于1932年马克思的一批早期作品首次出版以后，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格外重视马克思早期的作品，主张回到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阵营主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 并认为正是由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讲‘物质’和‘经济’不讲人, 只讲对物的体系的把握不讲人的价值和意义，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人学的空场’”
。这种观点特别关注马克思的理论的批判性特点，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出的规范性批判而轻视事实性考察，并认为马克思的事实性考察是漠视人、向科学主义倒退的表现。这种观点在法兰克福学派身上表现地最为明显，法兰克福学派不再研究马克思对社会做出的事实性考察，仅仅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规范性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的研究被视为伦理上的缺陷而非客观事实，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论断被理解成一种理想而非历史的必然。
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社会的事实性考察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单纯的认知理论，并不包含规范性评价。这种观点是在对前一种观点的批判中产生的，认为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观点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表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仍然是在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影响之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中晚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对社会历史进行事实性考察才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含义，而早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对社会的规范性评价破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应当被驱逐出去。这种观点在阿尔都塞的解构主义和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反人道主义的，并将此视为认识人类世界的“绝对条件”，并提出了“认识论断裂”的说法：“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
；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得更为彻底，他们干脆将马克思主义立场用分析哲学重建，来祛除马克思思想中的“可疑成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 “塔克-伍德命题”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以非道德的形式进行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并非是不正义的。
对这种分歧的经典表述就是“两个马克思”——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从规范性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与从事实性角度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科学主义马克思——而这种分歧的根本分歧点就在于“‘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谁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说，这种分歧是将休谟“‘是’推不出‘应该’”这一命题的马克思主义“变种”形式，是对马克思规范性批判与事实性考察两种认识社会的方式分别进行发挥的结果。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存在重大问题：前者忽略马克思对社会的事实性考察，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丧失了现实的根基、从一种以科学认识为基础改变社会的理论沦为了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的理论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论指导，而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单纯的规范性评价；后者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规范性批判视为“关于正义的空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的客观描述排斥规范性评价，将马克思的思想描述成一种反道德主义的庸俗的决定论，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失去了批判性、变得机械、僵死，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为什么要用共产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这两种观点都忽视了历史主义原则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从哲学史上看，历史主义产生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历史主义否定了抽象的绝对存在与普遍原则，将规范性评价建立在对历史过程的事实性考察的基础上，使得规范性考察与事实性考察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萨维尼的法的双重生命理论中，法的评价标准是由政治因素与技术因素共同构成的，而这两者又统一于历史过程中，对具体的法由进行事实性考察得到科学的法学，再通过规范性评价来对法学作出评价，而规范性评价的标准又来自于对民族的历史进行的事实性考察。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们首先能够确定的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首先是一种事实性考察，成熟的马克思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科学认识社会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进一步而言，马克思在对特定历史事实性考察的基础上，进行规范性考察；在这里，规范性评价只有在其所属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才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规范性考察的结果是具有相对性的。在这一点上，有的学者以此认为，既然规范性考察的结果是相对性的，那么就可以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规范性评价是不具有批判性的，可以将马克思的规范性考察从他的社会理论中排除出去——这就是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本质的无视。对特定的规范性考察具有相对性的结果进行认识的过程，就是对特定的规范性评价如何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问题的事实性考察，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获得更加普遍的规范性评价。这种更加普遍的规范性评价，保留了其所考察的历史的客观性——特定的规范性评价如何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也是一种历史事实。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社会理论中，规范性考察始终是与事实性考察交缠在一起的，规范性理论始终是与其所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结合的。以此，“两个马克思”的分歧可以得到相对圆满的解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是统一于他的历史主义基础的。
但通过借鉴萨维尼的历史法学理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主义基础，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与萨维尼的历史主义观点是相同的。萨维尼将历史主义运用在法学领域，虽然开辟了不同于理性主义的法源解释与法学道路，但是他的理论未能突破历史主义中相对性的束缚，将“法的生命力”完全与“是否符合民族的共同意识”关联，使得他的历史主义具有了一种庸俗的历史决定论的色彩，这些理论内部的问题使得他的主张必然是保守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则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承认了基于特定历史条件的规范性评价的相对性，但是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规范性评价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历史事实进行考察。这一点，艾伦·布坎南在对“塔克-伍德命题”的批判中有着很好的解释，“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流行的正义观点和更为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都非常强调自由和平等的地位。通过把视角限定在劳动工资的交易本身，那些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迷惑的人就能支持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并证明这种劳资关系是合法的，而最后整个社会关系也是建立在这种理念之上。但是，这种一孔之见的成效却是相当脆弱的成就。一旦我们超出交易本身来看待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交换并不自由，因为劳动者和资本家各自的地位中蕴含着深刻的不平等”
， 基于此，“正义概念，甚至就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现的狭隘的分配正义概念也比伍德或塔克所认识到的正义概念要负责得多。它当然不局限于商品交换的标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恩格斯所称的虚假意识）思想的理论使这一点显得相当清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揭露那些在试图表明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虚假的经验信仰。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像其他法权概念一样，都是预设了某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归纳”
，艾伦·布坎南认为“塔克-伍德命题”仅将目光聚集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部的规范性理论的描述上，却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同样对资本主义的这些规范性理论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正义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内部批判，马克思同样对资本主义从非法权的视角进行了外部批判，而正是这外部批判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激进性。

 结语
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法学主张，直接针对蒂堡的制定法典主张，但其本身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是19世纪西方历史主义兴起的一个部分，是对18世纪在欧洲流行的普遍主义在法学领域具体的批判。尽管萨维尼的法的双重生命理论并未能完全实现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统一，并非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但是其将历史主义的原则与方法系统引入法学，开辟了与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不同的理论阵地，在理论上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在实际中，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方法也使得他的理论被广泛接受：“于王室而言，他们高兴，因为小册子赋予他们抵制激进立法改革的护身符；民主派欣然接受，是因为萨维尼表示法律来自于民众生活而不是来自于君主；法学家倍受鼓舞，是因为萨维尼强调他们乃是法律知识的合法垄断者；最后，民族主义者也不觉恼怒，因为小册子通篇的主题就是申说德国民族与德国法的特性。”
 这反过来证明了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普遍反映了当时时代的诉求，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如马克思所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我们在理解萨维尼的理论与主张的历史主义特性的时候，是在今天对历史主义的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样，强调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基础以解决马克思理论研究中“两个马克思”的分歧，所运用的也非萨维尼理论与主张中的历史主义原则与方法，而是普遍的历史主义原则与方法。将萨维尼的法学理论与主张放在历史主义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萨维尼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也发现了萨维尼的保守主义的理论根源。再将这种理解方法放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上时，我们认识到，在先前的研究中被分割的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事实性考察与规范性考察的两个维度得到了统一——换言之，历史主义解决了“两个马克思”的矛盾。而对于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所体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特征，马克思的历史主义通过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对规范性理论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再认识，得到了更加抽象的普遍原则，体现出一种对现实的高度批判性理论特质。
将视线回到萨维尼的理论与主张上，在肯定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方法与原则的在理论上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他的法学理论与主张实际上的保守主义特征，后人对他的批评也多针对于此：人们认为历史法学派作为保守主义思想的一种，代表了德国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萨维尼所提出的“民族精神”一说，则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先声；特别是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以胡果为对象，批评历史法学派是德国落后的法哲学与政治的抽象继续，并指明历史法学派的主要特征就是“轻佻”和“虚伪”，而历史法学派的“民族精神”概念是含混、非理性的，历史法学派的理论是一种庸俗的怀疑主义。同时，萨维尼复兴罗马法的主张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有学者指出，“纯粹的罗马法应该是已经死去的罗马人的心灵的表达，而不是德国人心灵的表达。萨维尼可能会辩解说，德国人的天性决定了他们要吸收和运用罗马法，他的追随者也可能辩解说，罗马法，至少在司法领域，是为整个人类设计的，超越了国家的边界。但是萨维尼的边界是危险的，是为特殊性的辩解，他的追随者的辩解则与他们所属的历史法学派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另有学者认为，萨维尼虽然是民族精神说的主要倡导人，但是他致力于以纯粹罗马法的吸收来作为德国法的典范，“这是非常奇特而且讽刺的。”因为依据萨维尼的理论，“他应该与日耳曼学派的代表学者艾希霍恩一样，赞同将古代日耳曼法恢复作为德国近代法的基础才是。”
更有学者指出，萨维尼历史法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原因是：“一方面，萨维尼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应该反映民族的特性；另一方面，他并不研究德意志民族法，即日耳曼法，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古罗马法上。”
所以，对萨维尼的历史法学理论与主张的研究，一方面认识其历史主义相对其时代的相对性，并将历史主义的原则与方法运用到对当代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来；另一方面批判其理论的保守性，在对当下的研究中避免这种保守性，保持理论的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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